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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简称«意见»),其中将包括河北、内蒙古、辽
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１３个省份确定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在政策扶持和投资等方面

予以一定倾斜,以实现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

②　农业农村部:我国粮食取得“十六连丰”,总产量增加了５４％.

③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而得,以２０１７年为例,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１３９９９．６元/人,粮食主产区省份内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纯收入为１３５９９．７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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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增产”和“增收”是粮食主产区设立的两大重要目标.既有研究普遍强调粮食

主产区设立对于粮食增产的贡献,然而,在实现增产的同时,农民收入是否提高尚未得到充

分重视.将２００４年全国１３个粮食主产区的设立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１９９７－２０１８年

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

现: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但对工资性收入具有削减

效应.具体而言,与非粮食主产区省份相比,粮食主产区的设立使得１３个粮食主产区省份

的家庭经营性收入相对增加了４５５．８５２元/人,工资性收入相对减少了５３２．５６７元/人;粮食

主产区设立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路径依赖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张.整体而言,粮食主产区

设立通过改变农民在务工与务农之间的资源分配模式,实现了农民总收入的动态平衡.本

文认为,在继续推进粮食主产区政策兜底农业生产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强化扶持农村劳动力

多元化就业等政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好巩固“增产增收”的政策组合拳,实现农民总收

入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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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１].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于

２００４年设立了１３个粮食主产区来兜底农业生产① .通过综合发力,到２０２０年全国粮食产量已经实

现了“十六连丰”,总产量增加了５４％,并确保了粮食总量不低于６亿吨的基本目标② .然而,粮食产

量的持续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２].据统计,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粮食主产区内农民家庭

人均纯收入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③ .农民增产不增收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３].提高农民收入

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工作[４].实际上,设立粮食主产区

的政策目标是同时保供给与促增收,即确保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增产目标已经实现,那
么该政策的增收效应如何呢? 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

事实上,所谓的“增产不增收”并非绝对.数据显示,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



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１２％,持平于城市居民人均总收入的１．１１％①.而理论上,“增产不增收”的“收”在
政策目标上应为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概念,而非农民总收入概念.从农业内部,通过农业生产增加

家庭经营性收入以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一直是农业政策主要追求的直接目标②.但由于经济发

展过程中农业份额的下降,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日渐降低,尤其在城镇化进程大举

推进的环境下,农民的工资性收入逐渐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已是必然[５].
虽然,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间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０８％,略低于同期农村居民工资性

收入的年均增长率１．１３％③.但在增长趋势强势的工资性收入对比下,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相对下滑

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农民逐渐缺乏农业生产积极性,这将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对粮食安全造成

隐患.有鉴于此,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始终把促进农民增收放在“三农”问题的核心地位,通过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提高农业供给质量的同时,实现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有效增长.尤其对肩负

粮食安全重任的主产区而言,让农民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致富,不仅对于保障粮食的长效供给,更对于

促成“增产也增收”的双赢局面,其重要性与现实意义都不言而喻.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农民的增产与增收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如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如下两

类.第一类文献主要从微观或宏观视角探究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从人力资本[６Ｇ７]、社会资本[８Ｇ９]、物
质资本[１０]等微观基础和产业差异[１１]、国家政策[１２]等宏观层面研究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
第二类文献聚焦于考察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例如,辛岭等[４]、齐蘅等[１３]通过不同方法构

建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协调性的测算指数,结果发现主产区省份内“粮食—收入”协调性逐年下降.
与此同时,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及伴随城镇化出现的劳动力成本上

升、农村人口外流现象,农民选择通过外出务工替代农业生产,亦是造成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不协调

的重要原因.第三类文献则是评估粮食安全相关政策的政策效应,这与本文研究主题最为相近.例

如,Schmitz等[１４]认为粮食直补政策对粮食生产与农户农资投入没有显著影响;张建杰认为粮食补贴

政策对农民粮食生产行为的激励效应有限[１５],未能有效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１６];与前者结论相反

的是,吴连翠等[１７]认为粮食补贴政策显著增加了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此外,杜锐等[１８]利用合成控

制法评估粮食主产区一揽子政策效果,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可以通过稳定播种面积有效提高小

麦产量;而张红宇[１９]则通过宏观数据统计分析,发现中国粮食生产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其原因在于没

有建立起粮食主产区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稳定种粮机制.
上述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评估粮食政策的政策效应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两

个方面的不足:从研究视角看,针对粮食主产区设立增产与增收的两大核心目标,已有研究侧重考察

粮食主产区设立的增产效应,而忽视了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２０].从研究方法看,现有

文献对粮食主产区政策效应评估多采用单差法[２１],方法比较单一.鉴于此,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

(DID),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实验组(粮食主产区)和对照组(非粮食主产区),从政策维度(粮食主产区

与非粮食主产区)和时间维度(２００４年粮食主产区设立前后)两个维度出发,系统探究粮食主产区政

策对农民收入的因果效应;并通过导入土地经营规模这一因素,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提高家庭经营

性收入的影响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理论上,由于农民总收入的来源主要为四类,分别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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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而得.
本文中“增产增收”一词中的“收”,主要指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而得.



转移性收入,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较大比重[９],故粮食主产区设立的增收效应可能有

如下两大影响.
其一,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生产集聚获得规模经济性,继而

提升农业生产率,从而获取粮食生产递增的规模报酬和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２２].具体而言,一
方面,粮食主产区内土地集中连片,农民通过参与横向分工,在促进粮食主产区内专业化、规模化生产

的同时[２３],使得农业生产要素、技术以及机械等实现了共享,为大范围推广高效的农业生产技术提供

了可能,进而有助于获取粮食生产的规模效应[２４],提高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粮食主产

区内高度专业化、规模化的横向分工,使得粮食生产“从种到收”的纵向分工水平不断深化[２３],故而在

生产环节上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使得粮食生产更具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２５],实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

的提升,即“增产增收”.
其二,工资性收入下降.理论上,人们的工作时间都是有限的.对农民而言,他们需要在务农与

务工的时间分配上进行权衡,因而当宏观经济环境中农业份额下降,农业生产效益下滑从而表现出家

庭经营性收入下降时,必然出现农民务工与工资性收入可能性的提高.因此,农民决定在农业生产上

增加投入与扩大规模时,将会面临时间分配上的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务农机会成本的考量.由于

农村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以及农民雇工的交易成本较高[２６],农民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在促进规模扩张、

提升产能的同时,势必会增加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而减少外出务工时间,从而导致工资

性收入下降[２７].现实背景下,相比于非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属于限制开发区的范畴,其大规模高

强度城镇化、工业化开发必然滞后①.也就是说,１３个粮食主产区省份的开发权限被严格限定,这就

导致了粮食主产区内的经济发展滞后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可能性[３].因此,从相对意义

上看,粮食主产区通过规模经营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可能会降低农民工资性收入.
由此可见,粮食主产区的设立可能通过土地规模化经营来促进区域内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上

升,即实现“增产增收”,同时也会导致工资性收入下降.这种可能存在的“正负效应”使得对农民总收

入水平的变化难以确定.对此,本文将尝试使用１９９７－２０１８年省级面板数据,结合双重差分模型,科
学评估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收入及结构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综上,本文提出假说 H１~H３.

H１: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具有促增效应.

H２: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削减效应.

H３: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促增效应及工资性收入的削减效应主要依赖于土地经

营规模的扩张.

　　三、识别策略与估计方法

　　１．因果识别策略

要准确识别粮食安全对农民收入的因果效应并非易事,在实证检验中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
已有多项农业政策均以粮食增产为导向,若要评估每项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因果效应是一项复杂的工

作,同时单个表征粮食增产的测度指标难以准确概括粮食安全的全貌;另一方面,考虑到部分农业政

策与社会经济特征高度相关,这容易引致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选取２００４年全国１３个粮食主产区的设立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干预,主要出于以

下考虑:其一,粮食主产区的设立包含了仅面向粮食主产区省份的一揽子政策②,根据其政策实施初

衷与设计构想出发,这一揽子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于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其政策方向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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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０]４６号).
仅面向粮食主产区的相关政策,其中包括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大型商品粮基地政策、优质粮食产业政策以及粮食生产核心区政策

等;而面向全国的粮食政策包括良种推广补贴、粮食种植补贴、粮食收储补贴以及竞价交易等.



的,避免了具体考察每项政策效应的识别难点[２８].与非粮食主产区相比,粮食主产区省份所受到的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及政策压力更大.为此,将粮食主产区的设立作为一次部分

省份粮食安全压力剧增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反事实的分析思路以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前后对农

民收入的影响.其二,双重差分模型(DID)通过将时间维度(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与组间维度(粮食

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差异相减,可以消除组间在地理、环境、经济等不随时变的差异,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遗漏变量等内生性偏误.
综上,本文将１３个粮食主产区省份作为实验组,同时,在样本点中引入１８个非粮食主产区省份

作为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并结合１９９７－２０１８年３１省的面板数据对上述政策效应展开分析.
本文的因果识别思路为:利用实验组在政策干预前(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及对照组政策干预前后(１９９７－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等三类主体的信息构造粮食主产区设立后实验组的不受政策影响的“反事

实”结果,进而估计出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实验组农民收入及结构的因果效应.

２．估计方法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收入有何影响? 为了解决文献中普遍面临的内

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在政策实施前后

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年份、省份的固定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Incomeit＝α＋β(Treati×Periodt)＋γXit＋μi＋λt＋εit (１)
式(１)中,下标i、t分别表示各省份(i＝１,,３１)、年份(t＝１９９７,,２０１８).被解释变量InＧ

comeit表示省份i在t年的农民总收入;Treati 表示该地区是否为粮食主产区的虚拟变量;Periodt 表

示关于粮食主产区设立时点的虚拟变量;Xit表示一系列与农民收入直接相关的省级层面特征变量;

μi、λt 分别表示关于省份、年份的固定效应;表示随机误差项.在回归方程中,交互项Treati×PeriＧ
odt 为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该交互项的估计系数β为粮食主产区的设立对农民收入变动双重差分

后的处理效应.
进一步地,为了检验共同趋势假定以及粮食主产区政策效应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化,本文采用

Jacobson等的事件分析法[２９]在式(１)的基础上将其扩展,具体如下:

Incomeit＝α＋ ∑
２０１８

t＝１９９７
βt(Treati×Dt)＋γXit＋μi＋λt＋εit (２)

与式(１)对比,式(２)中各年份的虚拟变量Dt 替代Periodt 时间变量,交互项Treati×Dt 表示粮

食主产区设立省份内各t期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为βt,表示粮食主产区

在政策实施第t年,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农民收入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政策干预时点滞后,
交互项估计系数βt 则反映粮食主产区设立后各时点处理效应的动态变化情况.

３．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农民总收入(Income,元/人).本文选取文献中常用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来反映总收入水平[４].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可支配收入的各组成成分,分别是:①
家庭经营性收入(Household,元/人);②工资性收入(Wage,元/人);③财产性收入(Propincome,
元/人);④转移性收入(Transfincome,元/人).其中,考虑到价格因素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本文

以１９９７年为基期,利用农村居民消费指数(CPI)对农民总收入及四种具体的收入变量进行价格

平减.
(２)核心解释变量:粮食主产区政策交互项Treati×Periodt.粮食主产区政策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实

施,Treati 和Periodt 分别为粮食主产区省份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当样本点为２００４年后的粮

食主产区时,则交互项取值为１,反之为０.
(３)控制变量:在运用式(２)进行估计时,由于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可能受到遗漏变量

的影响[３０],本文选取了影响收入的省级层面控制变量 Xit,具体如下:①经济结构变动(AgriculＧ
ture,％):采用各省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反映各地区经济结构中农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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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动[３１];②经济发展水平(Economy,元/人):选取各省份人均 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

量,并以１９９７年为基期进行消胀处理;③财政支农水平(Fiscal,％):选取各省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

出比重以表征财政支农水平[３２];④农村人力资本(Human,千元):采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

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测算的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各省农村实际人力资本数据,以表征各省农业人力资本水

平;⑤城镇化率(Urban,％):选取各省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地区常住人口的比例表示;⑥工业化水平

(Industry,％):选取工业实际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分别对各省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

产总值以１９９７年为基期作不变价处理.因此,在控制了上述省级层面的相关变量后,本文可以在较

大程度上解决遗漏变量偏误所引致的内生性问题.
(４)中介变量:土地经营规模(Land,亩/人),参考借鉴王建英等的做法,本文采用农村居民人均

经营耕地面积来衡量土地经营规模[２２].

４．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量,考虑到重庆市１９９７年独立建制,本文选取中国３１省(市、自治区)
在１９９７－２０１８年２２年间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合计６８２个样本.各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中国人力资本报告»等,需
要指出的是:其一,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两者占农民人均总收入的

比重超过了９０％[３３],同时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故后文将着重对家

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展开分析;其二,关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耕地面积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
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相关统计年鉴看,这一数据只统计到２０１２年,故文中该变量观测值有４９６
个.表１详细介绍了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１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Income ６２０１．６４１ ４８３８．８２４ １１８５．０７０ ３０３７４．７００ ６８２

Household ２６８６．７１０ １５４４．０９１ ５８９．７００ ７８７８．１００ ６８２

Wage ２６８４．８２５ ３１１０．２０４ ５２．６５０ ２０２８９．２００ ６８２

Propincome １９３．７２１ ２６０．８４４ ０．３９０ ２０２３．５００ ６８２

Transfincome ７８０．００３ １０１８．３８５ ２０．２７０ ８１１４．８００ ６８２

Agriculture １１．５９４ ７．５３６ ０．２８０ ３７．２９１ ６８２

Economy ２１３２２．９７０ １７０１２．３８０ ２２３４．５８１ ９９２５７．３００ ６８２

Fiscal ９．８８３ ７．９６７ ０．７２１ ６９．４９５ ６８２

Human ８５．４８０ ４７．１１６ １９．２２０ ２６３．８３０ ６８２

Urban ４６．７２１ １６．５２９ １３．７１０ ８９．６０７ ６８２

Industry ３６．３５８ １１．０２４ ５．３４０ ５９．２４３ ６８２

Land ２．３０８ ２．２５１ ０．２６０ １３．５６０ ４９６

　　四、结果分析

　　１．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式(１)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２.为了探究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本文先将农民总收

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由列(１)、(２)可知,交互项Treati×Periodt 前回归系数为负,且在

统计上不显著,而估计系数－１２６．９４５相对于均值６２０１．６４１而言也不存在经济显著性,这说明粮食主

产区设立对农民总收入未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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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① N＝６８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Income Income Household Household Wage Wage

Treati×Dt
－１５６．８３４ －１２６．９４５ ６４９．８４１∗∗∗ ４５５．８５２∗∗∗ －７１１．６１５∗∗∗ －５３２．５６７∗∗∗

(２２７．５５１) (１３３．９２７) (８５．０２３) (８４．３０２) (２２５．８２６) (１６４．６２０)

Agriculture
１４６．７８５∗∗∗ －９７．３６１∗∗∗ ２０７．０７３∗∗∗

(１９．８６２) (１２．５０２) (２４．４１３)

Economy
０．１４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Fiscal
２．８４９ ０．３３２ ２．９５３
(３．７９８) (２．３９１) (４．６６９)

Human １２．４１１∗∗∗ ０．２９８ １４．７２３∗∗∗

(２．７６７) (１．７４２) (３．４０１)

Urban －１６．９２１∗∗∗ －１．８９０ －１２．４４８∗∗∗

(３．５７８) (２．２５２) (４．３９８)

Industry
－１９．５５２∗∗∗ ７．１５５ －１７．２４５∗∗∗

(７．１９４) (４．５２８) (８．８４３)

常数项 ２１８８．７８１∗∗∗ －９９６．６３３∗ １４３８．８８３∗∗∗ ２９９９．４７８∗∗∗ ６３９．６３７ －３７１９．９３３∗∗∗

(２４５．３０７) (５３９．２１８) (９１．６５７) (３３９．４１４) (２２４．９３４) (６６２．７８６)

省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组内R２ ０．９０４ ０．９７０ ０．８７１ ０．８８５ ０．７０８ ０．８４９

　注:①括号内为聚类于省份的稳健标准误;②∗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③省份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

效应的估计结果略.下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接下来重点检验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影

响,以揭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异质性.由列(３)、(５)可知,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家

庭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而对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削减效应.在纳入省级层面

的控制变量之后,由列(４)、(６)可知,交互项前回归系数的绝对值略有下降,这表明遗漏与农民

收入相关的影响因素将会高估粮食主产区设立的处理效应,但针对前文的促增效应与削减效应

依然显著②.
具体来看,与非粮食主产区对比,粮食主产区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的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相对增加

了４５５．８５２元/人,工资性收入相对减少了５３２．５６７元/人,分别相当于在均值水平上变化了１６．９７％、

－１９．８４％,均具有经济显著性.重要的是,粮食主产区设立在家庭经营性收入上表现出显著的增收

效应.当前,农业在国民经济份额中下降,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亦不断下跌,而粮食

主产区设立在促进了增产的同时,提高了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这是由农业生产收益的增长而引发出

来的.于此而言,粮食主产区的设立实质上起到了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兜底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

尤其是保障粮食主产区内粮食安全和长效供给,其重要性不可不察.因此,基于家庭经营性收入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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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考虑到粮食主产区政策中包含了优质粮食产业、产量大县奖励等财政补贴,本文进一步探究了粮食主产区政策对于农民转移性

收入的影响,纳入控制变量后,交互项Treati×Periodt 回归系数为－１９．３４,稳健标准误为６０．９４,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说明粮食

主产区政策的实施对于农民转移性收入影响并不显著,也进一步解释了主产区内“粮财倒挂”的现实状况.
现实情况下,农民群体之间存在分化,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务农、务工、兼业这三类农民的收入存在异质性影响,但由于数据

限制无法从微观层面观察到分化后的农民收入来源差异.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使用宏观数据所得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反映宏观政策的微观影响,具体地,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反映了针对务农和兼业两类农民群体

务农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而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反映了针对务工和兼业两类农民群体务工收入的平均

处理效应.



来看,粮食主产区的设立依然符合其政策制定的初衷,即“增产”与“增收”双重目标的实现.
与此同时,本文发现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工资性收入有显著的削减效应,同前文理论分析一致.将

列(３)、(５)相比较可发现,从数值上看,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工资性收入的削减效应略微大于对家庭经

营性收入的 促 增 效 应.从 相 对 意 义 看,两 种 收 入 的 变 化 正 好 互 相 抵 消 (４５５．８５２－５３２．５６７＝
－７６．７１５),且与列(２)中－１２６．９４５结果相差不大,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民总

收入的影响程度偏小且统计上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列(１)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这也说明,粮食

主产区设立对家庭经营性收入起到的增收效应被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削减效应所抵消,因而从农民总

收入角度而言,收入结构内部的此消彼长,这可能是造成社会大众普遍认知“增产不增收”的可能原因

之一.

２．共同趋势检验

为保证表２中估计结果的真实性与有效性,本文还需对共同趋势假定进行验证.在控制了一系

列可观测变量的条件下,本文对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之间各年的交互项系数βt 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由

表３列(１)可知,粮食主产区政策干预前各时期交互项系数βt 的F 统计量均不显著,这说明粮食主产

区政策干预前各省份的农民收入变动趋势接近相同.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参考 Lu等的做

法[３４],考虑地区的时间线性趋势,在前文式(２)的回归中加入省份与时间交互项,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实验组与对照组因时间趋势差异所引致的估计偏误①.检验结果见表３列(２),可以发现,政策

干预前各年份的系数βt 的F统计量依然不显著,这与列(１)检验结果一致.综上所述,政策干预前

１３个粮食主产区省份与其余省份的农民收入的变动具有“共同趋势”,满足了双重差分的前提

条件.
表３　政策干预前、政策干预后各年份估计系数联合显著性检验

原假设 被解释变量
(１)

未考虑线性时间趋势

(２)

考虑线性时间趋势

政策干预前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

Income F 值＝０．１７ P＝０．９８５０ F 值＝０．０９ P＝０．９９７６
Household F 值＝０．１２ P＝０．９９４０ F 值＝０．２７ P＝０．９５０６

H０:β１９９７＝．．．＝β２００３＝０ Salary F 值＝０．２０ P＝０．９７５４ F 值＝０．０７ P＝０．９９８８

政策干预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

Income F 值＝１．２９ P＝０．２０５０ F 值＝０．９８ P＝０．４７２８
Household F 值＝５．２９ P＝０．００００ F 值＝４．６７ P＝０．００００

H０:β２００５＝．．．＝β２０１８＝０ Salary F 值＝５．０２ P＝０．００００ F 值＝４．４４ P＝０．００００
　注:上述结果以２００４年为基准组.

　　３．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在前文式(１)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估计结果见表４.基于此,本文借鉴王洪亮等的做法[３５],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等绝对指标

替换为各种收入占农民总收入比重等相对指标.由表４列(１)、(２)可知,与非粮食主产区相比,１３个

粮食主产区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间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提高了４．８５％、工资性收入占比下降了

６．２３％②,与表２的估计结果较为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与其他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框架类似,本文的分析基于全国３１个省份的研究样本,选取除粮食主

产区省份外的所有省份作为对照组.在表４列(１)、(２)的基础上,为了使１３个粮食主产区省份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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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控制各省份的时间线性趋势,本文在前文式(２)的基础上加入省份与时间交互项,具体表达式:Incomeit＝α＋ Σ
２０１８

t＝１９９７

βt(Treati×Dt)＋γXit＋ziProvini×T＋μi＋λt＋εit,其中Provini 表示各省份的虚拟变量,T 表示各年份的时间趋势项,交互

项Provini×T 表示各省份的时间线性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数据整理可得,１３个粮食主产区省份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工资性收入占比的均值分别为

５３．２８％、３６．４２％,进一步计算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后１３个主产区省份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工资性收入占比的变化分别为:

４．８５％(９．１０％×５３．２８％)、－６．２３％(－１７．１０％×３６．４２％).



照组省份更为相似,本文剔除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农业总产值占比最低的地区①,将研究样本限定在主

产区以及农业总产值占比大的省份,对应的回归结果见表４列(３)、(４),可以发现,本文重点关注的交

互项前系数βt 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前文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证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并未受到对照组地

区选择的影响.
表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全样本

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

(２)全样本

工资性收入占比

(３)删除北京、上海

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

(４)删除北京、上海

工资性收入占比

Treati×Dt ０．０９１∗∗∗(０．０２１) －０．１７１∗∗∗(０．０２９) ０．０３２∗∗∗(０．００９) －０．０２８∗∗∗(０．００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５７５∗∗∗(０．０４６) ０．４７５∗∗∗(０．０６５) ０．０７９∗(０．０４１) ０．２５８∗∗∗(０．０３１)
省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组内R２ ０．７５８ ０．６７９ ０．３９５ ０．９００
样本量 ６８２ ６８２ ６３８ ６３８

　注:①由于列(３)、(４)模型中删除了１９９７－２０１８年北京、上海的样本,故列(３)、(４)样本量为６３８;②控制变量同上表２列(２),估计

结果略,下面各表相同;③列(１)、(２)模型均采用全样本,样本量为６８２.

　　五、机制分析:基于土地规模经营的考量

　　以上研究表明,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即具有增产增收双

保障的政策效果.但由于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削减效应,抵消了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的促增效应,使得

粮食主产区内农民总收入变化并不明显.既然粮食主产区设立实现了农民“增产增收”,那么其具体

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将从土地经营规模的角度展开具体分析.本文借鉴

Heckman等[３６]的做法对影响机制量化分解,利用中介三方程模型揭示土地经营规模影响机制的作

用方向与解释力度,估计结果列于表５.
表５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１)
Landit

(２)
Household

(３)
Wage

(４)
Transfincome

(５)
Propincome

(６)
Income

Treati×Periodt
０．５７３∗∗∗ １０３．８０６∗ ３６．６４８ －７９．９３９∗∗ －６５．３６２∗∗∗ －２．６３４
(０．０７４) (５８．５６８) (６３．０１８) (３９．７９２) (１７．２６２) (７７．３１９)

Land
— ２７５．９０８∗∗∗ －３５１．３３４∗∗∗ ５２．９８８∗∗ ３３．６３３∗∗∗ １０．８０５
— (３５．３３７) (３８．０２４) (２４．０１０) (１０．４１６) (４６．６５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３．３７９∗∗∗ １０８６．５１４∗∗∗ １２７．６０７ －４２１．０５５∗∗ －１８８．６４６∗∗ ６０３．４３５
０．３４１ (２８０．３６０) (３０１．６６３) (１９０．４８４) (８２．６３２) (３７０．１２２)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组内R２ ０．４０３ ０．８６１ ０．９３２ ０．６８４ ０．７２５ ０．９７０
　注:①表５中列(１)~(４)控制变量同表２列(２),估计结果略;②由于国家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耕地面积数据只统计到

２０１２年,故表５中模型观测样本量均为４９６.

　　表５列(１)的估计结果显示,本文关注的交互项前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粮食主产区设立显著扩

大了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进一步反映粮食主产区政策达到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扩大农村土地经

营规模的政策要求.列(２)、(３)的估计结果表明,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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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将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全国３１个省份的农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平均值进行排序,其中上海、北京两个省份的比重最

低,分别为１．８６％、３．６６％,均小于１０％,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删除天津(农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４．６９％),估计结

果与表４列(３)、(４)基本一致,限于篇幅估计结果不再赘述.



同时也与工资性收入显著负相关,这与上述理论一致.进一步同表２列(４)、(６)的结果相比较,可以

发现,当模型中加入土地经营后,交互项Treati×Periodt 系数的绝对值分别由４１９．６８５、４５９．２９８减

少至１０３．８０６、３６．６４８,这说明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一部分促增效应是通过扩大

土地经营规模而实现,与此同时,粮食主产区设立也将通过扩大农村土地经营规模使得农民工资性收

入下降,故上述假说 H３成立.在此基础上,分析表５列(６)的估计结果,不难发现,土地经营规模对农

民总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农民获取更高的家庭经营性收入的

保障,但这也是以降低务工可能性和牺牲工资性收入为代价,故使得土地规模经营对农民总收入无显

著影响.
进一步地,本文采用 Gelbach[３７]的做法计算路径机制的解释力度.具体而言,粮食主产区设立对

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促增效应的３７．６４％可由土地经营面积这一影响机制进行解释.从“增产增收”目
标来看,至少三成的增收效应源于粮食主产区政策下土地经营规模扩大.这说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

大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性在实现“增产”与“增收”目标上具有一致性,试图从农业内部通过土地规模经

营以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政策手段是可行的.与此同时,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工资性收入削减

效应的４３．８０％是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而实现的.这进一步说明,通过政策引导土地规模经营不可

避免地在农民“半农半工”向“职业农民”身份转变过程中造成其工资性收入的较大损失,但必须强调

的是,培育、发展职业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扩大农业收益的现实需求和必要举措.整体而言,
本文所选取的影响机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

　　六、结论与启示

　　粮食主产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在促进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方面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关于粮食主产区“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却一直备受争议.本文研究发现:(１)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家

庭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平均而言提升幅度为４５５．８５２元/人,即在粮食主产区省份内,基
本实现了农民“增收”的政策目标.(２)由于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削减效应,达到了

５３２．５６７元/人,使得农民总收入变化并不显著.(３)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家庭经营

性收入的促增效应可以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而产生,但规模扩张会引致对外出务工精力的挤占,导
致工资性收入的大幅下降,从而抵消了政策设计所带来的“增收”红利.

当前,在农业份额不断下降、城镇化进程中务农机会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只有极大地改善种

粮收益,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才会使得从事农业生产成为农民具有比较收益的选择,从而巩固“增产

增收”的政策成果和进一步带动农民总收入的实质性增长.为此,本文得到如下启示:(１)针对“增产

增收”而言,应充分肯定粮食主产区设立对稳定农民收入、兜底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保障粮

食安全方面的积极贡献.(２)长远来看,要继续坚持、完善土地规模经营及相关社会化服务配套体系

和信贷支持体系,进一步做大政策引导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收益,使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获得更大提

升.同时,面对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短期内还需通过农业补贴等转移支付形式,来提高农民转移性

收入,防止其因工资性收入减少导致总收入水平下滑,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３)依据城镇化发展

趋势和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需要,鼓励农民职业分化,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实现粮食生产的专业

化、职业化的同时,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第二、三产业转移,通过帮助其实现“市民化”身份转变和

辅之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来提高工资性收入.这既有利于为粮食主产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夯实

基础,也有助于打好巩固“增产增收”的政策组合拳,实现农民总收入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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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GrainProduction,MoreIncome?

———EmpiricalEvidenceFromthePolicyofMajorGrainProducingAreas

LIHongli,ZHANGJunbiao,TONGQingmeng

Abstract　Increasinggrainproductionandincreasingincomearetwoimportantgoalsofthe
policyofmajorgrainproducingareas．Previousstudiesfocusedonthecontributionofthepolicyof
majorgrainproducingareastoincreasinggrainproduction．However,whethertoachieveanincrease
inincomewhileachievinganincreaseingrainproductionhasnotbeengivensufficientattention．
Therefore,thearticleregardstheestablishmentof１３majorgrainproducingareasin２００４asaquasiＧ
naturalexperiment．Basedonthepaneldataof３１China’sprovincesobtainedfrom１９９７to２０１８,

thispapersystematicallyinvestigatestheeffectsofthepoliciesappliedinmajorgrainproducingareＧ
asonfarmers’incomeby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method．Theconclusionsareasfollows．ThepoliＧ
cyofthemajorgrainproducingareashasa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onfarmers’householdincome,

buthasasignificantnegativeeffectontheirwageincome．Specifically,comparedwithnonＧmajor
grainproducingareas,thepolicyofthemaingrainproductionareasresultedinarelativeincreaseof
４５５．８５２yuaninfarmers’householdincomeandarelativedecreaseof５３２．５６７yuaninwageincome
inthe１３majorgrainＧproducingprovinces．Theincreasingeffectoffarmers’householdincomeis
mainlyduetotheexpansionofthegrainplantingscaletoachievethepolicygoals．Onthewhole,the
policyofmajorgrainproducingareaschangetheallocationofresourcesbetweenfarmingandworkＧ
ingtoachieveadynamicbalanceoffarmers’disposableincome．Therefore,thisarticlebelievesthat
whilecontinuingtopromotepoliciestounderpinagriculturalproductioninthemaingrainＧproducing
regions,policiestosupportdiversifiedemploymentofrurallabourersshouldbefurtherstrengthened
tobroadenthechannelsforfarmerstoincreasetheirincomes,andacombinationofpoliciestoconＧ
solidate“increasedproductionandincome”shouldbeputinplacetoachieveasteadyincreaseinthe
disposableincomeoffarmers．

Keywords　majorgrainproducingareas;increasinggrainproductionandincome;farmers’

householdincome;thegrainplantingscale;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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